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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毒品、走私、假币等犯罪日益猖獗，由于
这类犯罪没有直接的受害人，犯罪活动都是在犯罪人之间

秘密进行，其作案手段较其他犯罪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狡

诈性，因此，无论是犯罪行为的发现还是犯罪证据的收集都

极为困难，使得侦查机关的传统侦查方法在对付这类犯罪

时显得力不从心。为了有效地打击这类犯罪，我国各地的侦
查机关纷纷另辟蹊径，采用新的侦查方式，其中诱惑侦查因

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由于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侦查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犯罪

并将其抓获的特殊手段，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产生了一系列

问题，诸如：侦查机关依据国家权利在侦查中诱使他人实施

犯罪，是否构成引诱犯罪？是否属于违法侦查？应以什么标

准来衡量、认定该诱惑侦查是否合法？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
应如何进行规范和控制？诱惑侦查手段一旦被滥用，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如何救济？在诱惑侦查过程中如何实现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利益平衡？对此，我国立法及司

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从国内外运用这种手
段的利弊看，如果对诱惑侦查的使用不加以控制，往往会出

现侦查人员滥用侦查权力而侵犯公民权利，或执法人员倚

仗国家权利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

正。本文拟对诱惑侦查的司法控制作一探讨。
一、诱惑侦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所谓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

性的特殊案件，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提供其

实施犯罪的条件或机会，待其实施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

将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正式的侦查方法，始于大革命前的

法国，路易十四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就曾运用诱惑侦查来

捕捉革命党人，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采用这种手段进行反间
谍工作。二战后，这一侦查手段又被运用于查禁卖淫、赌博、
贩毒等犯罪当中，自上世纪 60年代起，又扩大到侦缉恐吓
案件和追查盗窃赃物，在 70年代之后，再进一步扩大至侦
缉行贿、受贿、犯罪组织和窃取产业情报等犯罪。我国侦查
机关对诱惑侦查手段，通常是在掌握了被诱惑人的犯罪线

索或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使用，一般是为了人赃俱获以查实

证据，有的是为了引诱“上线”毒犯出洞，以深挖毒源。因此，
从目前实施这种手段的情况来看，重大违法侦查情况尚未

见披露。但是，从法院审理的一些案件看，也存在着一些问
题，比如，有的毒犯平常交易毒品的数量很少，只有几克，一

般不做大宗交易，有的侦查人员以查获“大案”为目的，在实
施引诱手段时，向其购买几十克甚至几百、上千克。这些毒
犯见有暴利可图，并在侦查人员(假扮毒犯)或“线人”（已被
查获并控制的毒犯) 的再三劝说和催要下，向其他毒犯收
购、交易大量的毒品；有的甚至变卖家产筹集资金购来毒品
以与侦查人员“交易”，在“交易”时被拘捕。那么，像这种情
况，其交易毒品的数量，往往影响到被告人的罪责，法院在

审判时应如何认定其交易数额?如何量刑?侦查人员实施的
这种手段是否含有不合法的成分?
此外，从考察诱惑侦查这一手段本身存在的利弊来看，

虽然诱惑侦查在侦缉毒品案件中是一种行之有效、不得不
被采用的方法，但是，其实施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弊端：

1.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孕育出诱使本无犯罪倾向的一
般公民犯罪的危险，使国家执法机关违背其打击、防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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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和义务，使公民丧失对国家司法权的信赖。
2.有可能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本来罪轻的被告

人被判以重刑，从而影响司法的公正性，背离刑事诉讼罪刑

相适应的原则。
3.有可能被好大喜功、追求名利的侦查人员所利用，既

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司法的廉洁性。
笔者认为，对于诱惑侦查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而应积极

推动其向法制化方向发展，将其纳入法制轨道。
二、国外有关诱惑侦查的立法概况
早在上世纪 30年代，美国各州法院便出现了试图规制
诱惑侦查的法思潮，并逐步形成了所谓的“陷阱之法理”。代
表“陷阱之法理”的判例主要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索
勒斯违反禁酒法案，拉塞尔制造、贩卖毒品等案件。索勒斯
违反禁酒法案发生在美国的禁酒法时期。当时，假扮成旅行
者的侦查员在与索勒斯交谈中，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二

人曾在同一部队服役，便借着战友情先后三次纠缠索勒斯，

要求其提供威士忌。念战友之情，索勒斯提供了威士忌，但
随即遭逮捕、起诉。一、二审法院均对索勒斯作出了有罪判
决，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决定本案的关键在于国家是

否应处罚由于公务员的行为引发的原本清白的市民所实施

的犯罪，最终以警察圈套为由，作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的裁决。从而首次以判例确认了“陷阱之法理”，从此，“警察
圈套合法辩护”在美国司法中得到运用。在拉塞尔制造、贩
卖毒品案件中，侦查机关为了破获制造毒品的犯罪组织，以

向拉塞尔等被告人提供非违禁品但入手困难的制造毒品的

原料、器材等为条件，得以查看制毒现场并获得了毒品样
品。嗣后，待被告人利用侦查机关提供的原料和器材制造出
毒品后，即以制造、贩卖毒品为由将其逮捕、起诉。一审判决
有罪。二审时，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犯意，但援引非法收集证
据的排除法则，主张侦查机关参与犯罪，并在犯罪中发挥极

大作用，因此对自己的起诉违反了合法诉讼原则。二审法院
据此推翻了一审判决。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侦查机关
仅向被告人提供了并非违禁品的材料，其行为不具备违法

行为的性质，同时指出，被告人并非轻率的清白之人，而是

持有犯意的犯罪者，根据“陷阱之法理”，联邦最高法院推翻
了二审法院的判决，认定被告人有罪[1]。1978年，FBI成立了
秘密侦查委员会，试图通过加强内部监督来主动地规制诱

惑侦查。1981年 1月 5日，美国司法部又制定了《关于秘密
侦查的基准》，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实施的许可条件、原则、
程序等，最终以成文法形式来规制诱惑侦查。
日本最早确认诱惑侦查合法地位的法律是 1953年《麻
药管理法》。1954年的《鸦片法》第 45条以及 1958年的《枪
炮刀剑类所持等管理法》第 27条也对侦破鸦片、武器交易
犯罪时诱惑侦查的运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2]。
德国 1994年修改颁布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秘密侦

查部分规定了诱惑侦查，该法第 110条 b、c、d、e项还分别
对实施包括诱惑侦查等在内的秘密侦查的条件程序以及获

得的证据之使用规则作出了规定。
法国于 1992年制定的该国刑事诉讼法“毒品犯罪的侦

查起诉和审判”编通过豁免司法警察为侦查目的而介入毒

品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方式，承认了诱惑侦查手段的合法性。
英国非常谨慎地讨论过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英国刑法

中将它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加以讨论。法官们认为：
“为了诱捕罪犯，仅仅为实施犯罪提供机会或者诱因是合法
的，这犹如加入一个已经安排好了的并将必定实施的犯罪

一样。”[3](P183)并且，为了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皇家警察委员
会给警察当局提出了如下明智的建议：“作为一般规则，警
察在侦查犯罪时不得加入犯罪，除非该犯罪的实施在通常

的情况下，根据假定第三方是不可能察觉的。而得到警察局
长明示的、书面的授权，对于加入犯罪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3](P184)可见，英国对诱惑侦查实施的批准程序是有严格限
制的，这从反面论证了英国法律对诱惑侦查手段的认可。
最早对诱惑侦查予以认可的国际性文件是 1988年 12

月 29日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会议的第 6次全会上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该公约第 11条规定了“控制下交付”
的诱惑侦查手段，即在侦查中一旦发现贩毒者手中拥有大

量毒品急于寻找购买对象，侦查人员便可设计购买，在毒品

“成交”过程中，查获毒品缉捕贩毒者。如今，这种“控制下交
付”的诱惑侦查手段已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缉毒对策。
欧洲人权法院在 1998年 6月 9日的“卡斯特罗诉葡萄
牙”一案中，区分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诱惑侦查，
认为前一种不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公正审判”权
利的侵犯，而后一种则侵犯了这一权利。欧洲人权法院在判
决理由中申明：即使是为了打击贩毒犯罪，对秘密侦查员的

使用也必须受到限制，并规定一些保障措施，《公约》第 6条
规定的公正审判的权利不得因为寻求侦查上的便利而被牺

牲，公共利益不能为使用基于警察的教唆而获得的犯罪证

据提供正当根据[4](P42)。
综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刑事立法及实
践，均对诱惑侦查的合法地位予以认可，并就其适用的原

则、范围、对象和有关程序作出了规定。
三、对中国诱惑侦查进行司法控制的构想
我国现行的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诱惑侦查制度，但近几

年来，侦查机关迫于打击犯罪的压力，已经广泛的将诱惑侦

查手段应用于侦查实践。然而，诱惑侦查毕竟是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它能使许多犯罪案件当场人赃俱获；而另一方

面，一旦被滥用，极易使无辜的公民遭受不幸。因此，急需对
我国的诱惑侦查进行司法控制。笔者认为，对我国的诱惑侦
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控制：

（一）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赋予机会提供型

诱惑侦查合法地位，同时明确诱惑侦查的范围、对象、限度、
原则及批准程序。

1.明确诱惑侦查的案件范围。首先，侦查机关只能对
“无被害人的隐蔽性案件”进行诱惑侦查。因为诱惑侦查可
能会产生使嫌疑人实施刑法上新的不法行为之结果，而作

为公权机构，侦查机关无权为查处犯罪而使另一无辜公民

成为事件的被害人，它只能在不伤及任何具体的公民或法

人的前提下进行。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方法，进行诱惑侦
查，其最初的理由也是为了对付间谍、涉毒等无被害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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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采取的。其次，适用诱惑侦查的犯罪必须是社会危害性严
重的犯罪。因为诱惑侦查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往往难以把握，
运用不当，则会诱使一般公民犯罪。一旦如此，则会背离司
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职责，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

2.明确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首先，诱惑侦查的适用对
象，必须是已经有证据证明可能实施犯罪的公民。如美国
《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规定，被确定为诱惑侦查对象的应
当具备以下条件：（1）根据情报提供者及其它手段获得的情
报，足以怀疑对象有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可能实施同类违法
行为的迹象时；（2）有关违法行为的机会的构成，包括有足
够的理由相信被诱惑、乃至被直接鼓动的对象，具有实施计
划性违法行为的倾向[5]。我国可以借鉴“有合理怀疑具有实
施相关犯罪的倾向或正在参与相关犯罪”这一标准。如涉毒
案件，如果有充分迹象表明某人参加贩卖毒品，则为捕获该

人，或者确证其罪行，可以进行诱惑，即为其提供—次实施
贩卖毒品的机会，待其上钩，趁机破案。其次，诱惑侦查不能
适用于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也可能涉嫌参与一些严重犯罪，
但由于其身心发育尚未健全，对未成年人使用诱惑侦查可

能强化未成年人的犯罪意识，甚至使其产生一种不利改造

的消极心理。
3.明确诱惑侦查的适用限度。第一，应当禁止侦查人员
或者协助侦查的情报人员对无犯罪事实的公民进行犯罪引

诱、教唆或强制。第二，在实施诱惑侦查时，应当禁止侦查人
员或者情报人员为主与诱惑侦查对象一起实施作为诱惑事

件的犯罪行为。第三，应当明确限定诱惑侦查所适用手段的
诱惑性程度。在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国家里，立法和实践一
般都严禁侦查机关采用高度诱惑性的手段实施诱惑侦查。
从保障人权角度出发，我国也应当严格禁止过于强烈的诱

惑手段，诱惑侦查的应当以提供中立性的犯罪诱因为限度，

而不得以具有高度诱惑性的手段，极力促使相对人实施特

定的犯罪行为。
4.明确诱惑侦查的适用原则。如美国《关于秘密侦查的
基准》规定:“陷阱的设制,应尽可能避免。”《德国刑事诉讼
法》第 110条规定:“对秘密侦查员,只能在采用其他方式侦
查将成效渺茫或者是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才准许派遣。除此
之外, 在案情特别重大应该派遣并且采用其他措施将难以
奏效的情况下,也允许派遣秘密侦查员侦查犯罪行为。”由
于诱惑侦查是一种具有较大风险的侦查手段，为了最大程

度地控制其危害性，我国也应该强调诱惑侦查的最后性,该
手段只能在用其他侦查方式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5.明确诱惑侦查的批准程序。在美国，诱惑侦查作为一种
“有争议的”侦查措施，在实施前，必须征求检察官的意见。在
德国，实施诱惑侦查必须取得检察院同意，特殊情况下，甚至

必须经法院同意。在英国，实施诱惑侦查必须得到警察局长

明示的书面的授权。从我国侦查工作的实际情况考虑，实施
诱惑侦查，最起码应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二）明确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界限。诱惑侦查是否合法，
可依下列界限掌握：（1）审查侦查对象在此案案发前是否已
实施同类犯罪行为，或虽无同类犯罪行为，但已有实施该犯

罪行为的倾向或犯意。（2）判明侦查对象的犯罪意图是从其
本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还是由侦查人员强行植入或诱发

产生的。（3）审查侦查人员在诱惑侦查中是否实施了主动的
积极行为。比如，在侦查对象无资金、设备、原材料的情况
下，侦查人员积极为侦查对象提供、创造实施犯罪的一切条
件，则该诱惑侦查不符合刑事诉讼合法、正义的原则。(4)在
毒品案件中，审查侦查对象在被控制下交易的毒品数量是

否超过其以往在未被控制下交易的毒品数量的合理范围；

审查被控制下“线人”在向“上线”报出的交易毒品数量是自
然而然自行决定，还是由侦查人员决定的，如果被控制的

“线人”平时只交易 3- - 5克毒品，而被控制后突然猛增大
至几十倍、数百倍，则应对“上线”交易毒品数量的认定持谨
慎态度。
（三）将诱惑侦查作为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减轻或免除
处罚的量刑情节。实施诱惑侦查的基本前提是即使警察不
引诱，该犯罪也会必然发生。但是，在没有警察引诱的情形
下，该犯罪会发展到什么形态？是犯罪既遂，还是犯罪预备、
中止或未遂？这些无疑都是不确定的。然而，在诱惑侦查过
程中，由于作为引诱者的警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嫌疑人实

现其犯罪意图的犯罪行为当然都能顺利实施，嫌疑人最终

的犯罪形态当然是犯罪既遂，从而使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

失去了其犯罪行为仅发展到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
的可能，从而在量刑上也就失去了减轻、从轻、免除处罚的
可能。因此，如果诱惑侦查被采用，而对被告人按犯罪既遂
处罚，那么在量刑上就存在不公正的可能。
（四）建立完整的证据排除规则。如果警察对已有犯意
的嫌疑人提供了适度的机会，但是，警察在实施这种机会提

供型的诱惑侦查过程中，超越了诱惑侦查适用的案件范围

或违反了其他有关程序的规定，那么，这种通过违反程序规

定的诱惑侦查所收集的证据应予排除。
参考文献：

［1］刘芳，干朝端.对毒品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问题的探讨
［J］.人民司法，1997（7）.
［2］马跃.美、日有关诱惑侦查的法理及论争之概观［J］，法
学，1998（11）.
［3］［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M］，马清升等译，法
律出版社，2000年.
［4］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5］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87


